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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0年扶贫政策历史
演进分析

 崔元培 魏子鲲 王建忠 薛庆林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保定071000)

收稿日期:2019-11-08。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经济技术协同视角下河北省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创新研究”

(ZD201713)。

作者简介:崔元培 (1989—),男,河北沧州人,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通信作者:薛庆林 (1960—),男,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科技推广。

①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

摘要:贫困与发展是中国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挑战,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

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从扶贫政策的效果与政策模式来看,中国的扶贫政策大

致经历了以救济、平均分配为主的扶贫阶段,以贫困地区开发为主的阶段,以扶持贫

困人口为主的扶贫阶段,以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为主的扶贫阶段。各阶段扶贫政策相

互交叉、逐步发展与过渡,扶贫目标由相对分散向精准集中、扶贫主体也由单一向多

元转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中,应继续

形成多元互助开发组织体系,增强扶贫瞄准的针对性。
关键词:政策演变;精准扶贫;扶贫政策

DOI:10.13856/j.cn11-1097/s.2020.04.001

1 引言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解决贫困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之一。1991年,中国政府把扶持 “老、少、边、
穷”地区摆脱贫困列入国家 “八五”国民经济计划,
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优惠政策、财政拨款。1994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的制

定标志着中国反贫困计划的开始。同时,《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也成为当时各项

扶贫工作的行动纲领。总的来看,中国扶贫政策是

由政府主导,通过调动各部门资源来支持农业、农

村发展,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社会保障水平

为目标的持续性、系统性工程[1]。1981—2015年,
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28亿人,世界其他国家地

区的脱贫人口仅为1.52亿人①。同时,中国贫困人

口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条件、饮食营养状况等指

标均得到提高[2]。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到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3]。但剩余贫困人

口基数大,绝对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成本高等问

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逐渐显现。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老龄化加速、城镇化发

展,使贫困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4]。因此,要对新

中国成立70年的扶贫政策、扶贫历程进行回顾总

结,分析扶贫政策的演变与变化过程,总结扶贫成

效与成就,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中存在的

问题,对2020年之后的反贫困问题进行探讨,提出

未来反贫困政策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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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

张琦和冯丹萌将中国减贫政策划分为农村制度

性变革阶段、贫困县减贫探索阶段、专项扶贫政策

阶段、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阶段、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5个阶段[5]。程联涛根据扶贫战略的调整,将中国

扶贫政策演进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义扶贫阶

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贫困缓解阶段、扶贫开

发正规化阶段、“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阶段、综合

性扶贫开发阶段、新时期集中连片扶贫6个阶

段[6]。华正学根据反贫困方式将中国扶贫分为社会

救济扶贫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开发式扶

贫阶段以及精准贫困脱贫阶段[7]。申秋从扶贫政策

目标区域效果出发,阐述了中国扶贫政策演变面向

区域范围的变化[8]。汪三贵和殷浩栋将中国的扶贫

开发工作分为体制改革主导的扶贫开发、解决温饱

的扶贫开发、巩固温饱的扶贫开发和全面小康的扶

贫开发4个阶段[9]。学者对扶贫政策演进的研究

中,对中国扶贫政策演变的划分标准相对随意,从

而导致不同的研究学者对不同阶段的划分难以产生

一致的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政策的演

变进行梳理、分析,为2020年后明确新的扶持对

象、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2.1 以保障生存为主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
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薄弱,社会呈现出

普遍贫困的特征,为缓解农民贫困状况,在全国开

展救济式扶贫,但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落后,农村、
农民的贫困问题短期内仍难以得到解决。1949—
1977年,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渠道,受制于当

时整体经济状况,扶贫主要表现为扶贫救济、平均

分配两种形式,政府提供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
赡养农村特困户等困难群体。这种救济式扶贫手段

带有明显的单一性,是一种道义性的 “输血式”救

济行为,同时这种扶贫战略保证了大多数人基本的

生存需要。通过1946—1953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

动,逐渐实现了农业村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人民

公社时期,建立起 “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

和分配制度。一方面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

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农村有限社会财富的分配。如表

1所示,1949—1977年以保障生存为主的救济式扶

贫阶段,中国的扶贫措施主要体现在土地改革运动、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

表1 1949—1977年救济式扶贫阶段帮扶政策与成效

帮扶政策 具体措施 帮扶效果

土地改革运动
 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

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

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运动完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

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为中国农村扶贫奠定了制度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
 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整合全社会资源,在

农村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①实际机耕面积由1952年的204万亩上升到1977年的57615万亩

 ②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29938万亩上升到1977年的67499
万亩

 ③1952—1977年,机电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由1.6%上

升到54.1%
 ④农村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由1952年的0.69%上升到1977
年的9.93%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①改善医疗服务和农村教育条件

 ②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

 ①该阶段,全国建立了5万多个乡镇医院,小学入学率由不足50%
增长至96%
 ②1977年,全国85%的行政村 (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治病、防病问题

 ③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由1949年的50.5万人上升到1977年的

234.1万人

  注:1亩=1/15hm2。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对贫困的认识水平下, 扶贫政策没有把救助与增强贫困者自立能力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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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使普遍贫困问题长时间存

在。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一元化公益性救

济式扶贫体系保障了普遍贫困状态下大多数人的临

界生存需要。救济式扶贫最大的积极意义是消灭了

由经济制度不平等产生的阶层性贫困。“输血式”的

社会救济扶贫,是在当时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
在加速工业化发展这一特定时期所采取的反贫困

战略。
2.2 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经济为主阶段:1978—
1985年

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激活了农

村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发展动力,这也为中国大规

模减贫创造了条件。1978—1985年,中国贫困人口

大规模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带来了自发的减贫效应。在 “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发展方式下,中国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贫

富差距开始产生,使得扶贫政策开始向以工代赈、
以 “三西”① 地区农业建设为主的扶持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转型。于是中国在1984年开始实施以工代赈,
通过参加社会工程建设,救济对象可以获得赈济物

资或资金。以工代赈的投入是无偿性行为,但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有附加条件,要求贫困人口通过劳动

来获得救济。
“三西”地区农业人口达到1200万人,总面积

38万km2。1982年实施 “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制

定 “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发展战略。 “三
西”农业建设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入手,通过兴修

水利工程增加水浇地面积,修缮坝地、压砂地,组

织劳务输出等措施,以解决西海固地区群众温饱和

河西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问题。“三西”建设开创

了中国扶贫区域开发与异地脱贫的先河,为之后中

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积累了

大量经验。
这一阶段是中国扶贫模式政策开始由 “输血式”

救济转变为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为主的变革阶段,
通过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促进以 “三西”地区为代表

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1978—1985年,尚未解决温

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至1.25亿人,贫困发

生率由30.7%下降至14.8%[10]。1984年制定的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和1986
年正式开始实施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

五年计划》成为中国今后很长时间内扶贫开发工作

的指导文件。
2.3 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阶段:1986—1993年

1985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中国

形成了 “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三角洲开发

地”经济发展格局。这样的发展格局促进了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解决了大多数东部地区

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同样也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

施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东部地区,
贫困减少速度远低于东部地区。因此,1986年以来

中国的扶贫资源开始向边远山区、信息闭塞地区

倾斜。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将贫困地区经济问题单独列示,这标志

着中国扶贫工作走向规范化,反贫困战略开始追求

贫困地区整体实力提升,扶贫工作的对象具有明显

的区域特征。在开发式扶贫阶段,为进一步帮助贫

困地区发展,制定了国家贫困县标准,纳入了331
个贫困县[11]。

开发式扶贫模式提升了县域整体经济实力,突

破了单一依靠实物救济的扶贫方式,大规模的扶贫

开发增加了地方上的就业机会,对各级政府财政收

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

扶贫工作从单纯救济式扶贫向以外部资源投入来增

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方

式转变。此阶段的目标是解决贫困群众温饱问题,
但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到贫困人口特征,政策制定过

程中没有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与县域经济整体发

展联系起来[12]。
2.4 “八七”扶贫开发阶段:1994—2000年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加大,地缘特征的贫

困问题开始显现,东西部贫困差距加大,1994年

仍有7000多万人口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 (表2)。
为解决这一问题,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实施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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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地区19个县 (市、区)、甘肃中

部以定西为代表的干旱地区20个县和宁夏西海固8个县,共计47个

县 (市、区)。



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各界力量,力争用

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解决全国农村7000万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表2 1994—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变化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1994 7000 7.6

1995 6500 7.1

1996 5800 6.3

1997 5000 5.4

1998 4200 4.6

1999 3412 3.7

据统计,按照1999年625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进

行测算,全国农村还有3412万极端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贫困发生率为3.7%。《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将国家级贫

困县数量增加至592个,涵盖了70%以上的农村贫

困人口。如表3所示,从1998—1999年的贫困情况

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数量的51%,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49%左右,且

多分布在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和

“老、少、边、穷”地区。

表3 1998—1999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

地区
1998年 1999年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全国 4210.4 4.6 3412.2 3.7

东部地区 622.1 1.7 501.2 1.3

中部地区 1558.8 4.8 1266.9 3.9

西部地区 2029.5 9.1 1644.1 7.3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

为此,国家将中西部扶贫政策进行调整,明确

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到省的原则,以中央投入

为中心,以省资金投入为辅,完善财政投入,紧密

加强地区联动,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扶贫工作。此项

措施将从前的区域性开发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调

动了贫困户脱贫积极性。1994—2000年,政府投入

资金由1994年的97.85亿元上升至2000年的

248.15亿元,累计金额达到1127亿元,是1986—
1993年8年投入总量的3倍。
2.5 巩固扶贫成果阶段:2001—2010年

“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的结束,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标志着中国基本解决了贫困人群的温饱与生

存问题。与 “八七扶贫攻坚”时期相比,2000年之

后中国面对以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为主要的差异格

局。从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到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就要求中国的扶贫政策要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
巩固扶贫成果。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该目标的

提出对扶贫政策有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2004
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

产税,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2005年中央1号文件

提出继续加大 “两减免、三补贴”、加大对农村基础

设施和农村科教文卫事业投资力度;2006年提出新

农村建设;200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继续加强惠农

政策。历年中央1号文件不仅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发

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与

帮助。
截至2000年年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下降

至3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不足3%,但剩余贫困

人口多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这些地

区的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而且脱贫后还极易返

贫。2001年,中国在第三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颁布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指出21世纪前10年扶贫开发基本对象包

括: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温

饱问题的温饱人口。在区域投向上,2001年中

国财政扶贫基金政策在区域投向上进行了重新

规定,允许部分资金用于非重点县的扶贫工作,
但其资金投入比例不能超过30%,投向重点县的

资金比例不得少于70%。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国

家非重点县中的贫困人口也能得到扶贫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资金投向上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扶贫工作机

制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由表4可以看出,重点县扶

贫资 金 占 比 最 高 的 是 以 工 代 赈,占 其 总 额 的

65.4%,其次为财政扶贫和贴息贷款资金占比,分

别为59.3%和53.5%。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重点

县实际投入占比与 “至少70%”的规定有较大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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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1年中央财政扶贫政策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亿元,%

以工代赈 财政扶贫 贴息贷款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重点县 39.7 65.4 32.4 59.3 85.6 53.5
非重点县 20.97 34.6 22.2 40.7 74.4 46.5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

经过2001—2010年的扶贫成果巩固期,中国贫

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按2008年国家贫困

标准来看,中国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减

少到了2010年的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
下降到2.8%,贫困人口减少了6734万人①。
2.6 新时期精准扶贫与脱贫阶段:2011—2020年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提出实现 “两不

愁、三保障”的总体目标,反映出在这一时期,以

扶贫标准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为扶贫工作

主要对象,以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的重点区域。
2013年11月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提出,成为新

时期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
中国随着人口红利衰减、 “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2011年

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发展由年均增

长10%的高速增长变为经济增速7%左右的中高

速增长,2015年经济增速低于7%,2016年经济

增速为6.7%。经济发展放缓,进入 “新常态”,
中国制造业面临沉重的转型压力,以及外需疲软

与劳动力价格增加的双重压力。中国企业在运营

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的同时,还面临大量产能过

剩的压力。
新时期,中国的扶贫目标由之前的保证贫困户

温饱问题转变为提高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水

平。为顺利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开始提

高贫困标准。2000年,中国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标

准为865元,2008年提高至1196元,2011年中国

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标准调整至2300元。此后,
中国的贫困标准以2011年的2300元不变价格为标

准进行定期调整,2017年调整后为2952元。在

2011年贫困标准调整后,中国贫困人口增加了9955
万人,总量达到12238万人。

虽然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

相对贫困问题却开始呈现出来。 “因病、因残、因

婚、因学”等致贫问题开始显现,除此之外,现有

贫困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给扶贫工作造成了不小的

阻力,贫困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确定了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发展和贫

困人口脱贫主要指标,从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
教育扶贫、就业、医疗和社会兜底等角度对扶贫开

发工作给予指导。在此基础上,扶贫攻坚的总体目

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

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贫困

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

公共服务等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新时期,中国贫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总体来看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分散的特点。从地域

范围来看,山区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相

对集中。贫困人口分布从 “八七扶贫攻坚”时期的

区域分布逐渐转变为点状分布,在空间上贫困人口

的分布愈发分散。同时,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等类型,这些致贫原

因、类型多呈现突发性与长期性并存的特点。因此,
目前存在的贫困户不能摆脱贫困的原因并非是没有

发展机会,而是以往通过县级财政大水漫灌式的开

发式扶贫效果越来越差。
因此,扶贫资金在重点投入集中连片特困区,

并适当照顾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同时,要将扶贫

资金使用精准到户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帮扶。

3 扶贫特征与减贫效果

扶贫工作一直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核心,中国贫困

人口众多、贫困地区范围广、返贫风险大。从以保障生

存为主的救济式扶贫阶段,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经济

为主阶段,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阶段,“八七”扶贫开发

阶段,巩固扶贫成果阶段和新时期精准扶贫与脱贫阶段

来看,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7000多万人减少至2017年

的3046万人。在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越来越深、脱

贫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减贫率却在不断加

快,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由2013年的16.7%提高到

2017年的29.7%②。贫困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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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波澜壮阔四十载 民族复兴展新

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贫困县退出

后,在攻坚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即 “脱
贫不脱政策”。扶贫政策与扶贫资源是扶贫工作的关键,
也是扶贫工作的基础,中央与各级政府部门在保证对贫

困地区、农户给予充足的资金和物质保障的同时,还建

立了相应的管理机制,让扶贫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受

产业扶贫等优惠政策影响,2014—2017年,全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9.2%、7.5%、
6.2%、7.3%,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为脱贫攻坚打下了

坚实基础 (表5)。

表5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名义增长率

(%)
实际增长率

(%)

2012 7817 12.0 10.7
2013 8896 13.8 9.3
2014 10489 11.2 9.2
2015 11422 8.9 7.5
2016 12363 8.2 6.2
2017 13432 8.6 7.3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表7、表8和表

11同。

3.1 扶贫特征

中国70年来扶贫政策演变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

导,将扶贫开发与资源整合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不

断完善扶贫开发制度体系。在扶贫方式、内容和扶

贫特征等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扶贫政策,
以满足贫困人口脱贫需要。如表6所示,中国的扶

贫方式由单一性、区域性的救济式扶贫,逐渐转变

为多维的、精准的扶贫方式,扶贫内容也逐渐由实

物救济转变为多元化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战略开始之前,中国扶贫工作几乎都是由中央

政府或各级政府主导,扶贫工作在取得了巨大成就

的同时,也忽视了许多细节。2013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一方面,多元主

体参与扶贫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多

元主体的参与可以覆盖到整个贫困区域,在教育、
医疗、金融、产业等诸多领域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

开展,这也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表6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

扶贫阶段 扶贫模式 扶贫内容 扶贫特征 扶贫主体 帮扶对象

以保障生存为主的

救济式扶贫阶段
单一性救济式扶贫 实物救济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 全国农村

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

经济为主阶段
区域性救济式扶贫 财政、物资、技术支持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 农村贫困地区

以开发式扶贫为主

阶段
全国性开发式扶贫 财政、人力资本支持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省、市政府 贫困县

“八七”扶贫开发阶段 参与式综合开发扶贫 参与式帮扶 外部输血+自我发展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

贫困县

巩固扶贫成果阶段 多元性可持续性扶贫
“一体两翼”
整体推进

多元造血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县
贫困村

新时期精准扶贫

与脱贫阶段
精准扶贫 多元式扶贫 多元造血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县+乡镇

贫困户

3.2 减贫效果

3.2.1 脱贫人口数量多

1978年中国扶贫政策开始以扶持、开发贫困地

区经济为主要方向。当时,中国贫困标准为年人均

纯收入低于100元的人群为贫困户,在该标准下,
中国贫困发生率为30.7%,按照2011年2300元的

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贫困发生率仅为3.1%。从

贫困发生率看,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

的29.2%下降到了2017年的5.6%,下降了23.6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7.2%下降

到3.4%,下降了13.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农村贫

困发生率由7.4%下降到0.8%,下降了6.6个百分

点 (表7)。

表7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

年份
贫困人口规模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 962 2729 5731 2.9 8.8 20.6
2005 545 2081 3805 1.6 6.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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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贫困人口规模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0 2587 5551 8249 7.4 17.2 29.2

2011 1655 4238 6345 4.7 13.1 21.9

2012 1367 3446 5086 3.9 10.6 17.5

2013 1171 2869 4209 3.3 8.8 14.5

2014 956 2461 3600 2.7 7.5 12.4

2015 653 2007 2914 1.8 6.2 10.0

2016 490 1594 2251 1.4 4.9 7.8

2017 300 1112 1634 0.8 3.4 5.6

3.2.2 脱贫地区范围广

2017年贫困地区覆盖中国22个省832个县,
11775个乡镇,户籍人口数量为30777万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22.1%。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

测算,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5年的

3490万人减少至265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0.1%
(表8)。从减贫规模看,2016年贫困地区减贫规模

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67.3%,比上年提高6
个百分点。

表8 贫困地区农村减贫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比上年下降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比上年下降

(%)

2012 6039 — 23.2 —

2013 5070 969 19.3 3.9

2014 4317 753 16.6 2.7

2015 3490 827 13.3 3.3

2016 2654 836 10.1 3.2

  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覆盖了21个省,
9823个乡镇,其贫困人口数量多达24287万人,
占全国贫困人口的79.58%。2017年连片特困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1540万人,比2016年减少649万人,
下降29.6%,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总规模的

50.3%,贫困发生率比2016年下降3.1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降幅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有8
个,分别是西藏地区下降5.3%,罗霄山区下降

2.5%,乌蒙山区下降3.6%,大别山区下降2.3%,
秦巴山区下降3.0%,武陵山区下降3.3%,六盘山

区下降3.6%,四省藏区下降3.2% (表9)。

表9 2017年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

年份 西藏地区 罗霄山区 乌蒙山区 大别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六盘山区 四省藏区

2016 13.2% 7.5% 13.5% 7.6% 9.1% 9.7% 12.4% 12.7%

2017 7.9% 5.0% 9.9% 5.3% 6.1% 6.4% 8.8% 9.5%

3.2.3 脱贫农户返贫率低

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通过多方面政策

支持, “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就

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多项保障措施,减少贫困

农户生活压力。虽有个别贫困农户会因病、因灾存

在返贫现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并未出现过大规模

返贫现象。

3.2.4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从贫困地区农村收入情况看,2017年贫困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低于全国农村水平,但贫困地

区增速高于全国地区1.8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构成中主要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
其中贫困地区农村第一产业净收入达到2696元,
占总收入比例为31.9% (表10)。

表10 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收入情况

指标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人均可支配收入 13432 100.0 8.6 8452 100.0 10.4

一、工资性收入 5498 40.9 9.5 2880 34.1 12.7

二、经营性收入 5028 37.4 6.0 3443 40.7 4.9

(1)第一产业净收入 3391 25.2 3.7 2696 31.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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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农业 2524 18.8 3.4 1931 22.8 2.1

牧业 586 4.4 2.1 571 6.8 6.9

(2)二、三产业净收入 1637 12.2 11.2 747 8.8 13.9

三、财产净收入 303 2.3 11.4 107 1.3 14.3

四、转移净收入 2603 19.4 11.8 2021 23.9 17.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从农村地区恩格尔系数来看,2017年农村居民

的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例为31.2%,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占比提高。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人均交通通信占比上

升0.4个百分点,达到13.8%;教育文化消费上升

0.1个百分点,达到10.7%;医疗保健支出上升0.5
个百分点,达到9.7%。从食物消费情况来看,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蛋类、奶类

消费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016年的

186kg下降到2017年的154.6kg,人均奶类消费量

达到6.9kg,蛋类消费量达到8.9kg。

3.2.5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日益改善

截至2017年年末,贫困地区通电自然村接近全

覆盖;通电话自然村比例达98.5%,比2013年提高

了5.2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自然村比例为

86.5%,比2013年提高了15.8个百分点;通宽带自

然村比例由2013年的41.5%增长到71.0%;贫困地

区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例

达到81.1%,比2013年提高了21.2个百分点;通客

运班车的自然村比例由2013年的38.8%上升到2017
年的51.2% (表11)。

表11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例 93.3% 95.2% 97.6% 98.2% 98.5%

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例 70.7% 75.0% 79.3% 81.3% 86.5%

通宽带的自然村比例 41.5% 48.0% 56.3% 63.4% 71.0%

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例 59.9% 64.7% 73.0% 77.9% 81.1%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例 38.8% 42.7% 47.8% 49.9% 51.2%

4 中国减贫政策发展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彻底消除贫困。但从中国整体贫困状态来看,中国

相对贫困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继续提高相对贫

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保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一项艰巨任务。截至2017年年

底,中国还有3046万贫困人口,中国未来3年脱贫

的重点是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的贫困人口。
2020年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减贫的公共政策体

系仍需要高度关注[13]。
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结构的不断变化,改进扶

贫模式、提升资金利用效率、转变扶贫战略,成为

2020年之后中国扶贫工作的现实选择[14]。即针对不

同类型的贫困人群,采用不同帮扶政策,针对多样

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提升贫困户向上流

动能力[15]。
4.1 优先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问题

深度贫困地区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发展

滞后、致贫原因复杂、区域性经济发展缓慢。为此,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根据深度贫困地区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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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技术培训,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与市场信息的供给,使深度贫困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指标接近或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另外,要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健康状况

和受教育年限,实现医疗、大病救助、养老保险的

全覆盖和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在短期内,以

“两不愁、三保障”为标准,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

平;长期内,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不足

问题,通过发展产业来增加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逐步减少转移性收入比例。
4.2 创新机制,解决特殊贫困人口问题

特殊贫困人口是贫困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指

劳动能力低下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常规扶贫手段

帮扶效果不理想的贫困人群[16]。因此,必须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机制解决独居老

人的贫困问题,探索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养老模

式;解决精神障碍贫困户问题,加强精神疾病的治

疗与恢复,加强县级医疗机构精神疾病治疗水平,
对患有精神问题的家庭患者进行救治。通过科学的

医治、康复,逐步使其恢复生产、生活能力,建立

以县委主体,乡 (镇)、村为辅的三级服务网络,为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贫困人群提供合适的技能培训,
帮助该部分群体就业、实现生活自理。
4.3 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

2020年的扶贫战略需要确定城乡统筹、部门协

调的贫困治理体系[4]。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扶贫模

式,促进城乡减贫融合发展,建立城乡一体扶贫模

式,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17],使得城乡贫困人口

在扶贫政策上享有同等待遇。在扶贫功能定位中城

乡统筹的扶贫体系要以家庭为基本帮扶单位[18],制

定统一的识别标准和识别体系,促进扶贫开发政策

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
通过对中国70年扶贫政策的演进分析,中国扶

贫目标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达到共同富裕;扶

贫工作从直接实物救济向多元扶贫,增强贫困户内

生发展动力转变;从政府主导扶贫工作,到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从单一扶贫政策到多管齐下的系统扶

贫。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成就,
在中国扶贫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中国

的相对贫困问题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持续提高

相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依旧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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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和数据,对欧盟、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冰岛6
个农业高保护经济体1986—2017年的农业支持水平、政策结构、产品结构和市场扭

曲等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样本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总量未有明显削减,地均和劳均

农业支持总量仍维持较高水平,农业高支持高保护的本质并未变化。农业生产者是其

农业政策支持的重点,尽管农业补贴率有不同程度下降,除欧盟外都远高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OECD)平均水平。日本和韩国主要依靠价格支持措施;欧盟以脱钩的

直接补贴措施为主;冰岛、挪威、瑞士则是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并重,其中与农业经

营挂钩的补贴措施占主导方式,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化。单项产品的支持范围未曾有明

显调整,部分产品补贴有所降低,仍处于高位水平。本文进一步结合经济发展、农业

农村现实情景等,提出对中国农业政策改革调整、政策支持重点、补贴工具选择和多

哈农业谈判策略的政策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高保护经济体;农业政策;生产者支持估计;支持水平;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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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农业实施支持保护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1]。
各国都通过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针对性地对农业生产、
农民收入、农业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等施加影响,
以期实现预定的农业发展目标[2];但这同时会对农

业生产和贸易、农业资源配置等产生扭曲效应。多

年来,一些发达成员持续对农业实行高补贴高保护

政策,对全球农业生产和贸易造成严重扭曲。新一

轮多边农业谈判要求 “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

支持”,但自2000年启动以来谈判进程举步维艰,
未取得突破进展,也没有结束谈判的迹象[3]。实质

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就是阻碍农业谈判的主

要绊脚石之一[4]。特别是美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以

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贸易摩擦大

幅增加,农业支持保护出现 “倒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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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情农情,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优化

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也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日

本自20世纪90年代 《新粮食法》开始,逐步减少

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干预,转向实施市场导向

的补贴政策;实施稻作安定经营对策、差价补贴、
农业收入稳定政策、收入保险补贴[5],探索日本特

色的农业直接支付制度;提升小农竞争力也是日本

农政改革的新方向[6-7]。欧盟1992年以收入补贴补

偿因下调农产品支持价格导致的损失,2003年进一

步改革为与生产、价格等脱钩的单一农场支付制

度[8]。需要关注的是,近年来农业高保护经济体国

内农业政策的改革调整,是否真的有效降低了支持

水平、减少了市场扭曲? 它是否同国际农业支持保

护的改革方向保持一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建立了由生产

者支持估计、综合服务支持估计和消费者支持估计

等构成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其成员的农业政策改

革进展及成效,此后拓展至中国、南非、巴西、菲

律宾等非OECD成员[9]。较之 WTO国内支持通报

使用的测度方法,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能

有效评估农业政策的真实支持水平与市场扭曲效

应。例如,WTO国内支持通报的市场价格支持

(MPS)是以政府干预价格与固定外部参考价①为

基础测度其支持水平,无法反映当期的真实支持水

平,也不能反映关税等边境保护措施所形成的综合

保护水平。而生产者支持估计的市场价格支持

(MPS)则以当年国内生产者价格与当年边境参考价

格为基础进行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度的实际

综合支持水平。因此本文选用OECD的生产者支持

估计方法。
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PSE%,下文称农业

补贴率)是OECD用于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补

贴水平的指标,反映农业总收入中来自农业政策支

持作用的份额。根据 OECD数据[10],2015—2017
年冰岛、挪威、瑞士、韩国、日本和欧盟的农业补

贴率 分 别 为 57.6%、57.3%、56.0%、52.3%、
46.0%和19.4%,位列世界农业支持保护水平前

列② (图1),是公认的农业高保护经济体,也是多

哈农业谈判国内支持议题的主要防守方。为此,本

文选取挪威、瑞士、冰岛、韩国、日本、欧盟为样

本,其中欧盟、日本是当今3大农业支持保护模式

的代表 (另一个是 “美国模式”);韩国是亚洲工业

化国家的代表,农业农村发展对其极为重要,且具

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涵义;瑞士、冰岛和挪威虽是

农业小国,农业产值与就业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占

比极小,但它们是 WTO农业国内支持削减的重要

图1 2015—2017年OECD监测的各经济体农业补贴率 (PSE%)
注:印度尼西亚为2013—2015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OECDPSE/CSEDatabase(2019)整理所得。图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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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TO各成员可能有所差异。固定外部参考价格应以1986—1988年为基期,对净出口成员,采用基期该基本农产品的平均离岸价格;
对净进口成员,采用基期该基本农产品的平均到岸价格。中国是以1996—1998年为基期。

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较高,但还不属于发达经济体,农业支持水平也不稳定,故不做讨论。



“标靶”。运用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对近年来高保护

经济体的农业支持水平、政策结构、产品结构及市

场扭曲等进行分析,追踪其农业政策调整动态及其

本质,并基于国情农情分析,探究农业高补贴高保

护政策的实施条件和多边规则变革下农业政策改革

调整的可能空间,一方面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农业

政策改革完善、支持重点、补贴工具选择等提供可

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为中国参与多边农业

谈判、全球农业治理等提供可参照的现实建议,这

是本文的边际贡献所在。

2 高保护经济体农业政策支持水平及其动态

2.1 农业支持总量水平

(1)农业高保护经济体的农业支持总量水平

(TSE,衡量实施各类支持保护政策对农业部门的所

有支持量)未有明显削减,现阶段与1986—1988年

(3年平均,下文称基期)基本持平,甚至有大幅增

长,表明其农业高支持高保护的本质并未改变。
过去30多年,欧盟、日本和挪威的农业支持总

量呈M形变动,自2012年以来进入下降通道。其

中,欧盟由历史高位2006—2008年的1477亿美元

降至2015—2017年的1078亿美元,与基期水平

(1115亿美元)基本持平。日本由基期的580亿美元

快速增长到1994—1996年的868亿美元,经历了

“下降—上涨—下降”连续波动,2015—2017年为

484亿美元,略低于基期水平。挪威基期的农业支

持总量为31亿美元,近年来由2011—2013年的43
亿美元减至2015—2017年的34亿美元,略高出基

期水平。
目前瑞士和冰岛的农业支持总量正处于增长阶

段,接 近 于 峰 值 水 平。瑞 士 在 1997—2001 年、
2005—2007年曾出现短暂下降。但2007年以来持

续上升,由2005—2007年的63亿美元增 长 到

2015—2017年的77亿美元。冰岛先后于1991—
1994年、1999—2001年、2005—2010年历经3个

下降阶段;2011年以来开始持续增加,由2009—
2011年的1.4亿美元增长到2015—2017年的2.4亿

美元。与上述都不同,韩国的农业支持总量在

1986—1995年、1998—2007年历经两个增长阶段,
2011年以来趋向稳定,维持在250亿~300亿美元,
其中2015—2017年为262亿美元,较基期132亿美

元有大幅增长 (表1)。
(2)尽管高保护经济体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例在下降,但除欧盟外都超过了60%,挪

威、冰岛和瑞士则超过80%;按地均农业支持总

量,日本、韩国和瑞士突破每公顷1万元,进一步

表明其农业高支持高保护的本质没有变。
由于农业支持总量水平未考虑各国农业体量大

小的差异,为此构建了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

比例这一指标,反映各经济体农业支持保护的总体

强度。结果显示:1987—1994年和1998—2006年

的冰岛,1986—2006年的挪威和1998—1999年的

瑞士,其农业支持总量都高出了各自的农业总产值,
表明农业部门增长所耗费的支持保护代价极大。近

年来虽然各国农业支持强度有所下降,但实际支持

保护强度仍然极高,仅有欧盟略低。例如,挪威农

业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基期的124%降

至2015—2017年的90%,冰岛由109%降至82%,
瑞士由99%降至87%,但仍高达80%以上;日本由

80%降至62%,韩国由78%降至62%;欧盟由

48%降至26%。值得注意的是,瑞士和冰岛2014年

以来农业支持保护强度有明显回升,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例分别由2011—2013年的63%和76%,上升

至2015—2017年的82%和87%。
根据世界银行各经济体的耕地面积数据,测度

了单位耕地的农业支持总量,进一步反映了农业支

持保护的整体强度。2015—2017年,地均农业支持

总量欧盟最低,每公顷耕地约1041美元,高于美

国 (618美元)及大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冰岛、
挪威分别为2004美元和4358美元,日本则突破1
万美元 (11497美元),韩国、瑞士分别达18050
美元和19458美元,这也是当今世界地均支持保护

强度最高的经济体。除韩国较基期大幅增长173%
外,欧盟等其他5个经济体自1986年以来虽有波

动,但总体都保持相对稳定。
(3)以农业总支持率 (TSE%,用农业支持总

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测度,由于经济的

稳定发展,各经济体的农业总支持率都有大幅下降。
例如,韩国由基期的8.6%降至2015—2017年的

1.8%,冰岛由4.9%降至1.2%、瑞士由4.2%降至

1.1%、日本由2.3%降至1.0%、挪威由3.5%降至

0.9%、欧盟由2.6%降至0.7% (表1)。这些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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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农业部门施以高补贴高保护,这些都不是高 收入经济体的主要负担。详见表1。

表1 农业高保护经济体生产者支持估计主要指标[8]

指标
欧盟 日本 韩国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农业总产值 (亿美元) 2336 4185 728 785 170 424

生产者支持估计PSE (亿美元) 974 956 493 398 120 233

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39.2 19.4 63.4 46.0 69.7 52.3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NACp 1.7 1.2 2.7 1.9 3.4 2.1

综合服务支持估计GSSE (亿美元) 91 111 88 87 11 28

综合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 (%) 8.2 10.4 15.0 18.0 7.9 10.6

消费者支持估计CSE (亿美元) -725 -182 -608 -474 -118 -246

消费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35.7 -4.1 -61.8 -40.3 -65.7 -47.3

消费者名义支持系数NACc 1.6 1.0 2.6 1.7 2.9 1.9

支持总量估计TSE (亿美元) 1115 1078 580 484 132 262

#消费者转移 (亿美元) 850 196 608 475 119 246

#纳税人转移 (亿美元) 281 891 144 164 15 61

#财政收益 (亿美元) -16 -10 -172 -154 -2 -46

支持总量估计百分比 (%) 2.6 0.7 2.3 1.0 8.6 1.8

指标
挪威 冰岛 瑞士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1986—1988年 2015—2017年

农业总产值 (亿美元) 26 38 2.4 2.9 80 88

生产者支持估计PSE (亿美元) 28 31 1.9 2.2 67 69

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70.3 57.3 77.2 57.6 75.6 56.0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NACp 3.4 2.4 4.4 2.4 4.1 2.3

综合服务支持估计GSSE (亿美元) 1.3 1.6 0.2 0.1 4 7

综合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 (%) 4.1 4.8 6.8 4.3 5.5 9.7

消费者支持估计CSE (亿美元) -13 -15 -1.12 -1.15 -65 -39

消费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55.8 -40.1 -70.4 -49.8 -74.2 -38.3

消费者名义支持系数NACc 2.3 1.7 3.5 2.0 3.9 1.6

支持总量估计TSE (亿美元) 31 34 2.6 2.4 79 77

消费者转移 (亿美元) 18 17 1.6 1.2 73 39

纳税人转移 (亿美元) 15 18 1.0 1.2 20 45

财政收益 (亿美元) -1 -1 -0.01 -0.01 -15 -8

支持总量估计百分比 (%) 3.5 0.9 4.9 1.2 4.2 1.1

  资料来源:根据OECDPSE/CSEDatabase(2019)整理所得。

2.2 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

从农业生产者支持 (PSE,衡量实施农业支持

保护政策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支持水平)绝对量看,
2008年以来韩国、冰岛和瑞士先后进入波动上升阶

段;2013年以来欧盟、日本和挪威则进入新的下降

通道;2015—2017年韩国已大幅高于基期水平,只

有日本和欧盟低于基期水平。
①韩国农业生产者支持仅在个别年份有所下滑,

其他时期农业生产者支持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

2011—2017年稳定在220亿美元以上,年均238亿

美元,大幅高于基期的120亿美元。②冰岛农业生

产者支持呈 W 形变化,2011年进入新一轮上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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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2015—2017年为2.2亿美元,接近于顶峰时

期。③1986—1996年瑞士农业生产者支持保持在70
亿美元以上 (1986和1989年除外),此后反复波

动;2008年以来恢复性上涨,2014—2016年连续保

持在70亿美元以上;但2017年突降至61亿美元。
④欧盟农业生产者支持波动较其他经济体更加频繁,
这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紧密关联。1992和2000
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为弥补降低农产品支持

价格引起的损失,需要对生产者予以补偿,因此改

革后都出现生产者支持水平上升现象。特别是2000
年改革,其生产者支持由2000年的878亿美元大幅

提高至2004年的1389亿美元。但伴随着改革的深

入推进,生产者支持在历经短期攀升后都开始下降,
如由1995年的1243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878亿美

元,由2004年的1389亿美元降至2010年的1047亿
美元。欧盟农业生产者支持在经历2011—2013年攀

升后开始下降,2015—2017年为956亿美元,与基

期水平基本持平。⑤日本农业生产者支持有两个显

著上升阶段,分别是1990—1995年和2007—2012
年。反之,1996—2007年呈波动下滑;2013年以

来,由628亿美元降至2017年425亿美元。其中

2015—2017年为398亿美元,低于基期的493亿美

元。⑥挪威农业生产者支持呈规整的 M 形变化,
2013年至今处于下滑阶段,2015—2017年为31亿

美元,略高于基期的28亿美元。
以农业补贴率 (PSE%,即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

比,用生产者支持量占农场总收入的比率表示)测

度,欧盟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保护水平下降最显著,
由基期的39.2%降至2015—2017年的19.4%。冰岛、
瑞士、挪威、韩国、日本也有降低趋势,基期在

60%~80%,2007年以来都降至60%以下;但支持保

护程度依旧较高,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这也意味

着,它们对农业施以高支持高保护的本质并未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以来,除欧盟外,它们对农业

生产者的支持保护程度先后都呈上升态势 (其中冰

岛、瑞士和挪威在2017年略有下降)。
作为农业生产者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补

贴源于政府的财政预算资金,其较之价格支持 (受
国内外价格波动和边境措施调整等影响大)更能反

映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实际支持[11]。测算显示,
2015—2017年每公顷耕地的财政直接补贴强度,欧

盟最低,也达到751美元,较基期增长468%;冰岛

为870美元,增长707%;韩国、日本、挪威分别为

1611美元、1803美元和2095美元,其中韩国增长

最为迅猛,增长25倍,日本和挪威只增长68%和

25%;瑞士则高达8808美元,均大幅高出中国

(512美元)、美国 (181美元)、墨西哥 (164美

元)、印度尼西亚 (131美元)、巴西和加拿大 (均
为37美元)等经济体的支持强度。
2.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水平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GSSE,衡量政府财政对于

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持水平)数据显示,日本和

欧盟在经历大幅增长后都有显著下滑。其中,日本

政府对农业部门的综合服务支持由基期的88亿美元

上升至1994—1996年的206亿美元,此后回落至

2015—2017年的87亿美元;欧盟在2007—2009年

达到顶峰166亿美元,近年来也回落至2015—2017
年的111亿美元。韩国和挪威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近30年以平稳为主。韩国在1989年首次增至27亿

美元,此后一直在22亿~35亿美元波动;挪威自

1990年以来稳定在2亿美元左右。只有瑞士自2000
年以来呈上升态势,从2000年的3亿美元升至2011
年的8亿美元;近年来稳定在7亿美元以上。冰岛

一直在0.1亿~0.2亿美元波动,与其农业总产值和

农业支持总量相比,可忽略不计。
若以农业综合服务支持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反

映政府对整个农业部门的支持强度,亚洲的日本和

韩国非常注重对于农业部门的整体支持,日本这一

比例长期保持在10%以上,最高达22%,韩国多个

年份超过10%,尽管近年来有所下滑,2015—2017
年仍达6.6%。若将农业综合服务支持均摊在每公

顷耕地上,2015—2017年冰岛、欧盟、挪威分别只

有93美元、111美元和207美元;但瑞士、日本、
韩国则分别达到1848美元、2254美元和2506美元,
高于大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

3 高保护经济体农业支持保护的结构特征与

扭曲效应

3.1 支持保护的政策结构及其变动

(1)对农业生产者实施支持补贴是高保护经济

体支持保护农业的关键举措。其中,欧盟、韩国、
瑞士和挪威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补贴占到农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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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80%以上,2015—2017年分别达到89%、
89%、90%和92%,而且过去30多年保持稳定。日

本和冰岛呈 V形变化,日本由基期的85%降至

1996—1998年的74%,之后上涨到2015—2017年

的82%;冰岛由基期的76%降至1990—1992年的

65%,后上涨到2015—2017年的96%,也都超过

了80%。
(2)从农业支持成本分担看,韩国和日本主

要由农产品消费者承担,其中韩国的农产品消费者

承担了农业支持总量的80%以上,2015—2017年

达94%;同期日本农产品消费者承担比例高达

97%。究其原因,通过价格支持措施对农业生产者

予以支持保护,主要由农产品消费者买单,消费者

为购买农产品支付了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瑞士由

农产 品 消 费 者 承 担 的 比 例 从 基 期 的93%降 至

2015—2017年的51%,挪威由57%降至49%,冰

岛由62%降至46%,都呈现农产品消费者和全体

纳税人均摊的局面。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

消费者承担,占农业支持总量的76%,2015—
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18%,已转由全体纳税人共

同分担。
(3)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保护,日本、韩国主

要依靠价格支持措施,欧盟以直接补贴措施为主,
冰岛、挪威、瑞士则朝着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并重

发展 (图2)。首先是日本和韩国,尽管正在推行国

内农政改革,缩小价格支持范围、降低支持价格水

平,逐步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型,但因边境保

护措施 (如关税高峰、非关税壁垒)依旧形成了巨

额的价格支持,仍占农业生产者支持的绝大部分,
韩国长期在90%以上,日本也保持在80%以上。即

韩国和日本的农业生产者支持仍以扭曲程度较高的

价格支持措施为主。其次是挪威、冰岛和瑞士,挪

威的价格支持占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比例稳定在

40%~50%。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冰岛这一比例

也达90%以上,经历农业政策改革后,2000年已

降至40%~60%,此后维持在这一区间波动。瑞

士这一比例持续下降,从基期的86%降至2015—
2017年的49%。总体上这3个国家的价格支持占

比仍接近半壁江山。欧盟有显著差异,其历经

2000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价格支持占比由基期

的85%降至2004—2006年的43%,2015—2017
年仅占20%,现阶段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则以直

接补贴措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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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6—2017年高保护经济体农业生产者支持 (PSE)结构
注:①MPS指市场价格支持;PO指产量补贴;PI指投入品补贴;PC指与生产挂钩的,基于现期A/An/R/I的补贴;PHR指

与生产挂钩的,基于非现期A/An/R/I的补贴;PHNR指与生产不挂钩的,基于非现期A/An/R/I的补贴;PN指基于非商品标准

的补贴;PM指混合支付。②PO、PI、PC和PHR为挂钩补贴;PHNR和PN为脱钩补贴。③A/An/R/I分别表示种植面积/牲畜数

量/经营收益/所得收入。

进一步考察直接补贴的构成,与农业经营活动

挂钩的补贴措施占据主导方式。第一,挪威的挂钩

补贴长期占直接补贴的99%以上。其中产量补贴包

括对猪肉、牛肉、羊肉、乳制品和羊毛的差价补贴;
投入品补贴中最主要的有3项,即农业固定资产的

投资、农用燃油税优惠、谷物运输补贴。进入21世

纪,按现期种植面积、牲畜数量、经营收益或所得

收入 (以下称现期标准)进行补贴的政策措施成为

主要挂钩方式,主要是对畜牧养殖、粗饲料生产的

补贴,对谷物种植的景观文化功能 (包含果蔬产品)
进行补贴,对发展草食性畜牧的支持,区域环境补

贴,所得税豁免等。与生产挂钩,根据非现期种植

面积、牲畜数量、经营收益或所得收入标准 (以下

称非现期标准)进行补贴的有文化景观补贴、乳制

品收入支持。
第二,瑞士先后在1993、1999和2014年对其

农业政策进行较大幅度调整。1993年的政策改革是

将部分按现期标准进行补贴的政策调整为按非现期

标准进行补贴;1999年则取消部分按现期标准、非

现期标准的补贴政策,施以与生产脱钩的地区补贴

政策作为替代。2014年取消了先前实施的地区补

贴,一方面根据对塑造开放景观、保持景观质量、
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环境质量等的贡献给予非商

品标准补贴;另一方面对保障粮食供给基本贡献给

予补贴,同时根据现期种植面积或牲畜数量对坡耕

地耕作、草原畜牧规模养殖,以及保障粮食供给项

目下耕地与文化传承、困难地区进行补贴。
第三,冰岛挂钩补贴比例长期在90%以上,

2011年以来已全部转向挂钩补贴措施。其中,产量

补贴主要针对乳制品、园艺作物、羊毛加工,是最

主要的补贴方式。其次是与生产挂钩、按非现期标

准进行补贴,都给予了肉羊养殖户。按现期标准给

予的挂钩补贴则是对乳制品的补贴。
第四,日本挂钩补贴比例呈 “Λ”形变化,占

直接补贴的比例由基期的70%提升至1993—1995年

的86%,此后缓慢降至2015—2017年的64%。主

要补贴工具有:①对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稳定基金、
对骨干农户的直接补贴 (具体到特定品种)、对肉牛

和生猪养殖户的直接补贴,这一类与当期产量挂钩,
扭曲程度较大。②稳定骨干农户收入的补贴、对稻

农的收入支持、环境友好农业补贴、农业灾害保险

和收入保险,以及对骨干农户的直接补贴 (按现期

标准补贴,2015年至今),这类补贴与当期种植面

积、牲畜数量或经营收入挂钩。③对骨干农户的直

接补贴 (按历史基期补贴,2007—2014年)、对休

闲等多功能农业的支持,属脱钩补贴政策。值得注

意的是,2015年日本政府将对骨干农户的直接补贴

由原本的脱钩转向与农业生产挂钩。
第五,韩国先后对农业不利地区进行补贴、对

稻田给予定额支付,由此引起挂钩补贴比例不断下

降,由2003年以前的99%降到2015—2017年的

66%。按照现期标准的补贴主要是稻田可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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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始实施)、环境友好型耕作补贴、农作物

保险补贴、景观保护补贴。投入品补贴包括对灌溉、
种子或幼畜、土壤保护、信贷优惠、养殖废弃物处

理、病虫害控制、技术服务等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补贴。
第六,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历经多次改革,自引

入 “单一农场支付”,脱钩补贴比例大幅增加并成为

补贴的主要方式,200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

上,2015—2017年为54%。其中支持额度较大的挂

钩补贴措施包括:农业保险补贴、农用燃油退税、
病虫害防控、动物福利补贴、对不利地区的补偿、
对敏感地区的环境保护补贴、有机农业补贴、环境

友好型生产补贴、应对农业-环境-气候的支付、对自

然条件限制或其他特定限制地区的支付。脱钩补贴

在2005—2014年主要是单一农场支付,其占脱钩补

贴的75%以上;2015年以来,欧盟大幅削减单一农

场支付,调整为基础支付、有利于气候和环境的绿

色生产补贴,这两项新补贴占到脱钩补贴的近

80%,此外还有单一地区支付,对小农和青年农场

主补贴等。
(4)对农业部门的综合服务支持,日本和韩国

非常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资,欧盟、
挪威和瑞士侧重于支持农业知识和创新系统,冰岛

则用于支持农产品公共储备、检验检疫与病虫害防

控。其中,日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和维护

补贴长期占综合服务支持的80%以上,主要投向灌

溉设施和自然灾害预防 (如储存设施、市场设施

等),2015—2017年为85%;韩国这一比例尽管在

下降,但也维持在50%以上,主要是灌溉设施与管

理、土地整理,以及对下游加工的援助。这与日本、
韩国自然禀赋条件和农业结构有直接联系,有助于

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欧盟的基础设施投资比例

大部分年份也超过20%。欧盟、瑞士和韩国对农业

知识和创新系统的支持呈快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

由基期占综合服务支持的20%增长至2015—2017年

的56%,瑞士由26%增长到50%,韩国也由7%增

长到29%,尽管挪威没有增长,但一直维持在50%
以上。无一例外,都是投向各类农业科技的研发、
青年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这对

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冰岛

农产品公共储备占综合服务支持的比例较大,基期

达47%,由于21世纪初加大对农业知识和创新系统

的支持,这一比例下降至25%以下,近年来再度回

升,2011年以来平均为39%。不应忽视的是,韩国

在20世纪80—90年代因实施价格干预引起巨大的

公共储备费用,部分年度占到综合服务支持的50%
以上;欧盟也是如此,1986—1992年平均占 比

53%,这表明价格干预措施可能引起储备费用支出

的大幅增加,由此带来较为沉重的财政包袱。
3.2 支持保护的农产品结构及其变动

(1)6个经济体的单项产品补贴率 (PSCT%,
衡量某单项产品经营收入中源自农业支持政策的比

率)都呈下滑趋势。例如,冰岛由基期的76.3%降

至2015—2017年的56.9%,瑞士由73.3%降至

40.7%,韩国由69.5%降至50.6%,挪威由63.1%
降至44.5%,日本由61.6%降至42.4%,欧盟降幅

最大,由35.5%降至6%。
(2)对不同经济体,单项产品的支持范围未曾

有明显调整,意味着对这些 “特殊性”产品都给予

持续支持,只是部分产品补贴水平有所降低,除欧

盟外仍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
第一,日本和韩国对大部分产品维持着高保护。

例如,基期日本对乳制品、小麦、大麦、大米的补

贴率都超过80%,牛肉、食糖和大豆高于60%;
2015—2017年对大麦 (70%)、猪肉 (67%)、大米

(67%)、乳 制 品 (60%)、葡 萄 (59%)、食 糖

(58%)、小麦 (45%)和大豆 (43%)等仍维持高

补贴。基期韩国对大米、大麦、大豆、大蒜、乳制

品、红椒、牛 肉、禽 肉 的 补 贴 率 都 高 于 50%,
2015—2017年大豆 (88%)、大麦 (70%)、大蒜

(69%)、红椒 (66%)、乳制品 (61%)也都维持着

高补 贴,大 米 (52%)、牛 肉 (31%)和 禽 肉

(30%)略有下降,猪肉则由基期的32%大幅升

至70%。
第二,挪威对单项产品的补贴范围未有变化,

补贴率略有下降,但维持在较高水平,如乳制品、
牛肉分别由71%和69%降至50%,大麦由83%降

至49%,小麦由73%降至51%,羊毛和禽肉的补贴

率则较基期略有提高。
第三,冰岛、瑞士和欧盟的单项产品补贴水平

则有一定程度下降。例如,冰岛支持的都是畜产品,
基期的补贴率较高。近年来牛肉、羊肉和猪肉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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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2015—2017年分别为29%、45%和47%;对

乳制品、禽肉和禽蛋的支持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在

65%以上;对羊毛的补贴率则由基期16%大幅提高

到69%。基期瑞士对乳制品、油菜籽、禽蛋、大

麦、小麦、牛肉、禽肉、食糖、羊肉、玉米等的补

贴率都超过65%,只有猪肉为45%;2015—2017年

除禽肉和禽蛋保持超过70%的补贴率,其他产品都

已降至30%~50% (其中玉米降至23%)。基期欧

盟对乳制品、羊肉、大豆、食糖、大米、油菜籽、
大麦、葵花籽、玉米、牛肉、小麦等都给予高支持,
单项产品补贴率均超过50%;2015—2017年,大米

最高为32%,牛肉、禽肉和羊肉为超过15%,剩余

产品低于10%,当前欧盟单项产品的补贴率处于较

低水平,也低于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
有几种趋势或应注意,一是部分经济体价格支

持所覆盖的单项产品范围在缩小,这也是价格支持

占农业生产者支持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但针对重

点敏感产品,仍采取价格支持措施为主,这一特征

未有丝毫变化,也使得少数几种农产品的价格支持

占据价格支持总量的很大比例。例如,韩国和日本

的大米、牛肉、猪肉和乳制品;欧盟的牛肉和禽肉,
挪威、瑞士和冰岛的乳制品等。二是对单项产品的

支持保护手段逐步由单一的价格支持方式,转向价

格支持和直接补贴并重,或以直接补贴措施为主。
例如,日本的大麦和小麦,瑞士的食糖,欧盟的大

米,冰岛的羊毛和羊肉等。三是畜产品是各经济体

保护的重点,如乳制品、牛肉、羊肉和禽肉等,亚

洲的日本和韩国还进一步包括猪肉;欧洲对谷物的

支持保护有明显下降,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仍维持较

高保护,这些与各国农业结构特征和食品消费特征

或直接相关。
3.3 支持保护政策的市场扭曲效应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
以及消费者名义支持系数和名义保护系数均反映了

农业政策的市场扭曲效应。其中,生产者名义支持

系数 (NACp)是包含了对农业生产者支持补贴的总

收入与不包含对其支持补贴的总收入的比率;生产

者名义支持系数越高,表明市场扭曲越大。上述6
个经济体的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均有明显下降,欧

盟由基期的1.7降至2015—2017年的1.2,日本由

2.7降至1.9,韩国由3.4降至2.2,挪威由3.4降

至2.4,冰岛由4.4降至2.4,瑞士由4.1降至2.3,
这意味着农业政策对市场干预和扭曲有所减轻 (表
1)。但冰岛、瑞士和挪威在2012年后出现市场扭曲

加重的趋势。
从单项产品的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 (系该单项

产品国内生产者价格与边境价格的比率,NPCp)考

察,市场干预和扭曲整体上也有显著下降。例如,
瑞士的牛肉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由基期的4.2降至

2015—2017年的1.8,乳制品由9.8大幅降至1.6;
日本大米由5.8降至3.1,小麦由6.6降至1.8,乳

制品则由7.4降至2.5;韩国大米由5.6降至1.9;
欧盟乳制品由4.5降至1.0,牛肉由2.0降至1.2。
其间仅有极少数农产品干预有所增强,如韩国的猪

肉,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由1.5提高到2.8。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利用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对农业高保护经济体

的农业政策支持水平、政策结构、产品结构和市场

扭曲等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无论是农业支

持总量,还是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
以及地均农业支持总量,仍处于高位水平,农业高

支持高保护的本质并未改变。②农业生产者支持绝

对量只有日本和欧盟低于基期水平;尽管农业补贴

率都有所下降,除欧盟外都远高于 OECD平均水

平;地均直接补贴强度较基期有大幅增长,且维持

在较高水平。农业综合服务支持则保持稳定或有下

降,占农业总产值比例仅日本、韩国较高。③对农

业生产者实施支持补贴是主要方式,日本和韩国主

要依靠价格支持措施,欧盟以直接补贴措施为主,
冰岛、挪威、瑞士则是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并重。
与农业经营活动挂钩的补贴措施占主导方式,补贴

政策工具日趋多样化。④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中,日

本和韩国偏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资,
欧盟、挪威和瑞士则侧重于支持农业知识和创新系

统。⑤农业高保护经济体单项产品的支持范围未有

明显调整,畜产品仍是重点,只是部分产品补贴水

平有所降低,但除欧盟外仍远高于 OECD平均水

平;支持保护手段逐步由价格支持方式转向价格支

持和直接补贴并重,或以直接补贴措施为主。⑥尽

管维持较高的支持保护水平,但通过持续地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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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调整,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对整个农产品市场的

干预和扭曲有所减轻,单项产品也是如此。
4.2 政策启示

(1)尽管冰岛、挪威、日本等6个农业高保护

经济体的农业支持保护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如果考

察其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现实等情景,它们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大部分发展中成员难以实施

农业高保护的关键所在。例如,2017年瑞士人均国

民收入达81120美元,挪威为76210美元,冰岛为

60740美元,位居世界前列,高于美国 (59030美

元);即便日本 (38470美元)、欧盟 (33037美

元)、韩国 (28380美元),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处于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行列。因经济高度发达,
对农业的这种高支持保护已不是高收入经济体的

“痛苦”负担。同时,瑞士、挪威和冰岛还是人口小

国,人口总量均不足1000万人,冰岛只有34万人;
农村人口瑞士略多,仅222万人,挪威和冰岛分别

只有96万人和2万人;农业就业人员更少,瑞士约

有15万人,挪威约有5万人,冰岛不足1万人,这

也是其劳均支持强度、地均支持强度能保持较高水

平的关键。比较而言,韩国、日本人口总量分别达

到5147万人和1.27亿人,农业部门就业分别为

129万人和221万人,农业稳定食品供给和就业等

的非经济功能凸显,加强农业支持保护、维持较高

劳均或地均补贴强度的政治经济学考虑异常明显。6
个经济体的农业生产者支持强度与人口规模、农业

就业规模呈现规整的反比关系。这或意味着,对尚

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人口规模庞大的中国以及广大

发展中经济体,实施农业高保护难度较大,可能引

起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和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
(2)尽管6个农业高保护经济体对其农业部门

给予高保护、高补贴的本质没有变化,也是 WTO
农业国内支持削减的 “标靶”,但目前只有冰岛、挪

威可能面临黄箱综合支持量 (AMS)的实质性约

束,欧盟、日本、韩国都有较大空间。根据可获得

的最新数据,2016年冰岛的实际AMS经消除通膨

处理后占其AMS约束水平的89%①,挪威2018年

实际AMS占其AMS约束水平的88%;瑞士该比例

仅为32% (2018年)、日本为16% (2016年)、欧

盟为10% (2016年)、韩国仅为3% (2015年),这

意味着现行规则的黄箱 “AMS约束”水分较大,对

欧盟、日本、韩国、瑞士等约束 “形同虚设”。多哈

回合农业谈判要求 “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

持”,中国有若干可供选择的谈判策略。一是按照多

哈回合确定的 “发展”原则,坚持高补贴发达成员

大幅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二是应对中国农业

转型需要,弱化对发达成员的国内支持削减要价,
换取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空间。对于第一种方案,尽

管发达国家可能因农业支持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等特

征而面临 “削减压力”,但他们在黄箱、绿箱和蓝箱

不同箱类间调整有较大回旋余地,特别是在经济发

达、财力许可条件下,由黄箱向绿箱、蓝箱转型很

容易实现。因此,坚守发达成员大幅削减扭曲贸易

的农业国内支持实际效果有限,并不一定能真正改

变其高保护高补贴的本质,调整国内支持议题谈判

策略或是一种新选择。
(3)对农业生产者进行支持保护的政策工具因

国情农情而异。日本、韩国主要依靠价格支持措施,
因此转嫁由农产品消费者负担政策成本;欧盟以直

接补贴措施为主,主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冰岛、
挪威、瑞士是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并重,即农产品

消费者和纳税人共担政策成本。伴随着农业政策目

标的调整,政策实施的精细化,各国支持保护的政

策工具日趋丰富,与农业经营活动挂钩的补贴是直

接补贴的主要方式,投入品补贴、与当期种植面积、
养殖数量或经营收入挂钩的补贴是主要政策选项。
对中国而言,伴随农业政策目标调整和日益丰富化,
多类政策工具的组合配套使用成为必需。既要注意

到当今农业政策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的趋势性特

征,也要注意到应用与投入品使用、种养数量、经

营收益等挂钩补贴措施的普遍共性。既要注意农业

支持保护的强度和广度,也要注意财政负担的可持

续性。今后一段时期,应注意由增产导向的支持补

贴政策向提质增效导向、竞争力导向的支持补贴措

施转变[12]。
(4)重视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的 “亚洲路径”和

“欧洲方案”。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较为重视对农业部

门的整体性支持,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

—22—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4（总 492）

① 若未做消除通膨技术处理,冰岛2016年实际AMS已超出

其约束上限水平,即违反WTO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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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完备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是重要保障。通过完善

的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管理体系和财政支持,美国建立了执行高效的兽医制度体系和

外来动物应急反应管理机制,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在国家政

府、地方政府、社会、养殖者等的共同协作下,形成了 “可预防,可追溯,常监督,
快反应”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学习和借鉴美国的有效经验,以期为中国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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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畜牧业正处于保供给、保安全、保生

态和市场竞争多重压力并存,加快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1]。2018年下半年暴发的非洲

猪瘟以及其对中国猪产业产生的持续影响,将中国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推向热议焦点。然而,中国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面临着疫病种类多、病原复杂、
发病范围广,外来疫病传入的风险巨大,基层防控

体系薄弱,养殖、运输、屠宰等环节生物安全措施

滞后等现实问题。一些国内外学者对美国等发达国

家的动物疫病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
如李卫华等[2]对美国畜禽屠宰检疫制度进行了阐述

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朱琳等[3]针对美国国家动物卫

生实验室网络组建与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李昂

等[4]、周宏鹏等[5]对发达国家的兽医制度和认证兽

医进行了分析,以上研究主要针对动物疫病防控体

系中某一方面展开具体研究,罕有较为系统全面的

研究。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大量美国联邦法典、
美国农业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 (FAO)等一手信息,并针对国内非

洲猪瘟疫情重点省份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提出了契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1 美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演变进程

美国是世界畜牧业生产大国,肉类、禽蛋、奶

类产量均位居全球第二。根据FAO的统计数据,
2017年美国肉类总产量4579万t、蛋类总产量626
万t、奶类总产量9774万t。其中,猪肉是美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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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肉产品,产量次于禽肉,与牛肉相当。2017年

美国生猪存栏量达到7341万头,仅次于中国。并

且,美国畜牧业生产效率很高,单产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国家。2017年美国每头出栏生猪的胴体重达到

95.7kg,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kg,高出中国18kg。
从美国向OIE提交的2017年报告上看,OIEA类

疾病中,口蹄疫最后一次暴发的时间是1929年;
蓝舌病仅在零星的地区暴发并没有呈扩散趋势;非

洲猪瘟从未发生过;古典猪瘟最近一次暴发在

1976年;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017年虽有发生,但

是发生后迅速被扑杀,野鸭的H5N2疫情关闭时间

是2017年3月,商业鸡肉鸡H7N9疫情关闭时间

是2017年8月[6]。非洲猪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均

属于传染性极强且不容易控制的疫病,多年来疫病

发生的统计数据再一次证明了美国防控体系的可借

鉴性。
然而,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基层兽医体系人员

不足,动物疫病暴发等情况。如在1907年美国向加

拿大出口马匹数量过大,基层兽医体系人员严重不

足,农业部畜牧局 (现动植物卫生检验署,APHIS)
经与加拿大政府协商,由符合条件的执业兽医实施

马匹检疫并出具卫生证书[5],此后美国将动物免疫、
疫病检测乃至动物检疫和肉品检验等工作委托给执

业兽医,从而实现了减轻联邦兽医负担、精简联邦

兽医队伍以及增加执业兽医收入、提升防疫效率的

多赢目的[7]。美国针对呈地方流行、点状散发等特

点的猪瘟,通过实施猪瘟消灭计划 (1961—1977
年),历时17年成功消灭了猪瘟[8]。2002年,美国

兽医实验室诊断师协会向美国农业部提交把联邦和

州立实验室联合起来的白皮书,以有效应对多样化

的动物卫生事件[3]。2001年9月美国先后发生两波

炭疽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更使得美国业界深刻认识

到,需要借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组建的公共

卫生实验室应急网络模式[9],尽快建立起有效应对

口蹄疫等外来病的网络体系[10]。
每一次重大动物疫情的暴发,是畜牧业生产主

体的阵痛史,却也是加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

成长史。多年来,美国不断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法规、
行政机构管理、兽医制度、疾病大数据记录分析、
外来疾病应急反应机制和疾病检测实验室网络,良

好的政府规制使得动物疫病发生率非常低,即使在

疫情已经发生的地区,疫情也均在短期内得到控制。

2 美国完备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发挥重要

作用

  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与社会

执业人员高度参与、民众监督的 “防管控”体系;
在管理机制上,构建了完善的法律资金、信息、核

查、问责处罚机制;在管理手段上,应用了大数据

监测网络、实验室检测统防统治体系、可追溯的管

理方式和应急反应等管理手段。基本框架见图1,
并在下文做详细的分析。

图1 美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管理体制与机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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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联邦及各州管理体制相互配合专业高效

从联邦政府层面看,动物疫病防控由农业部下

设的行政管理部门动植物卫生检疫署 (APHIS)主

管。动植物卫生检疫署涉及多方面的管理,包括保

护和促进美国农业健康、管理转基因生物等,同时

下设区域兽医机构,管理联邦派出的44个地方兽

医局。动植物卫生检疫署下设的区域兽医服务局主

管畜牧的疫病防控。兽医服务机构管理由动植物卫

生检疫署一名副局长负责,并积极参与和帮助制定

OIE的国际动物卫生标准草案。美国政府严格按照

OIE框架制度执行,保持国际性的防御状态,并将

其提出的动物疫病报告及管理常规化、责任化。从

管理上看,为了保护美国的动植物资源免受农业病

虫害侵袭,该机构保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

工作状态。如发现有害生物或疾病,动植物卫生检

疫署将实施紧急协议,快速管理并根除疫情,凭借

其迅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有效预防疫情的大面积

蔓延。
从州政府的层面来看,各州农业厅下设的动物

处为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其员工分为3类,一是驻

县的分片兽医师,负责监督个体诊所、农牧场主的

日常防疫工作;二是负责随时到现场工作的州政府

的高级雇员;三是主要负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工

作人员,也是政府的高级雇员。动物处的职责主要

有:发放动物养殖场执照或许可证、分析判断动物

疾病发生情况并提出应对措施、与州立大学畜牧兽

医技术推广站合作普及公共教育、组织成立动物疫

情应急处理队伍快速处理事故、负责法律法规的起

草并协商州议会通过、制定运输动物的条件、保证

动物运输安全、负责收集处理全州的动物疫情、建

立动物疫病报告制度以及考核并授予职业兽医师资

格。具体人员分工见图2。

图2 州农业厅下设的动物处的人员工作内容

联邦的垂直管理与州政府的多重管理使得疫病

管理 “可知、可控、可迅速根治”,既形成合力又增

加效率。
2.2 政府与社会执业人员共同 “执法”弥补官方兽

医人员的不足

为解决早期政府兽医人数不足问题,美国建立

了认证兽医制度,并形成政府与社会执业人员共同

“执法”的兽医体系。政府兽医和认证兽医均属于官

方兽医[11],认证兽医占官方兽医人数的80%,总量

高达6.8万名[5]。其中,政府兽医指政府直接聘用

的兽医工作人员,包括供职于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

疫署的联邦兽医官、消费安全检验员、屠宰场食品

检验员,各州农业部门的动物卫生片区兽医、肉类

检验兽医,类似中国的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认

证兽医是美国政府探索购买服务的一种形式,强调

从岗位需求出发,确定能力目标,在填补政府兽医

人数不足的同时,高效地承担起检疫出证和参与动

物疫病控制任务。认证兽医需要经过相关学位考试、
执业培训、执业资格考试和联邦审核后执证上岗。
1921年美国农业部畜牧局首次启动国家兽医认证计

划,从此私人执证兽医参与到联邦动物疾病防控中

来。认证兽医①承担的任务包括:一是实施动物临

床、病理学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测,目的是排除

感染疫病动物;二是做好动物品种及其年龄的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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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记录;三是依法对跨州调运和出口的动物实施

检疫出证。动植物卫生检疫署对认证兽医建立了背

书制度,要求其如实记录报告,并建立了认证执照

暂扣、吊销和重新认证等严格制度。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从全产业链中屠宰和

产地的检验环节明晰管理权限。在屠宰检疫阶段,
美国农业部所属的食品安全检验局负责对肉类、禽

类和加工蛋类的监管[12]。食品安全检验局大约有

7500名检验员,包括驻厂检验员、消费安全检验员

和公共卫生兽医官,在全国范围内1000多家屠宰企

业从事食品安全检验工作。检疫证书上需要检疫官

(负责实施畜禽屠宰检疫的人员)、认证兽医、政府

兽医的三方签字。产地检疫主要由当地的认证兽医

负责,同时监管处罚机制十分严格,如果存在违规

现象,州兽医官有权力直接吊销认证兽医的执照。
曾有认证兽医因违法受到10万美元的处罚,并判刑

入狱的情况[13]。
政府与社会执业人员共同 “执法”的兽医体系

形成了美国畜牧业的疫病安全服务网络,为养殖场、
养殖散户做日常的预防、医治工作。保障了全产业

链疫病防控的检验、认证工作,产业链中养殖企业、
屠宰场、销售市场等全程接受监督检验。
2.3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专项的财政支持

美国拥有专门针对畜牧疫病防控的法律法规体

系,包括联邦现行动物卫生法律15部、行政规章

134部,内容主要涉及兽医机构组织、动物疫病防

控、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药与饲料管理、动物福

利、兽医管理等方面[14]。
美国政府财政对疫病防控体系持续投入并起到

主导作用,固定的财政投入使疫病防控工作高效可

持续。财政设立专门针对国家动物疾病准备和反应

计划的资金①:2019—2022财年,保证可以提供1.2
万亿美元的信贷资金用于动物疾病保护和管理,并

保证其中不少于5000万美元的信贷资金用于国家动

物疾病防控和应对计划。在2023年以后,每财年提

供不少于3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动物疾病保护和管

理,其中不少于1800万美元用于国家动物疾病防控

和应对计划。这部分资金支持主要用于加强动物病

虫害分析和监测、国内易产生疫情地区的检查、威

胁识别技术、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以及应急响应

人员的培训、新技术开发、动物卫生数据电子共

享等。
另外,美国设有支持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

专项资金,例如,为解决2002年评估美国健康实验

室网络建设时发现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存在于设施

设备、员工能力、管理体系、标准化快速检测技术、
报告预警系统等方面,联邦设立7000万美元的初始

投资,后续每年再投资2200万美元用于提高其现代

化水平,2019—2023财年中每年拨付3000万美

元①。美国极其注重各级实验室的建设,在资金支

持下,常年展开各种检测,对疫苗的研发、重大疾

病的实验室检测和预防提供了十分严格的环境。

2.4 大数据分析是可报告的动物疾病及预警的重要

支撑

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国家动物健康报告、紧

急疾病事件管理响应、动物健康紧急报告诊断和监

控疾病事件的数据流报告等一系列的数据系统,共

同组成了可追溯可查询的数据库。常规管理、及时

反应的数据库,成为政府监管者、兽医工作者和公

众监督者日常工作的数据平台和监测信息窗口,成

为疫病的及时知情和重点区域防控的基础平台。
其中,州动物卫生官员每月通过国家动物健康

报告系统提交监测疾病的数据信息。系统根据需要

存储特定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同时捕获疾病存在

的信息。国家动物健康报告系统由美国兽医实验室

诊断师协会、美国动物健康协会和美国农业部动植

物卫生检疫署共同合作组成[15]。
同时,美国每年向OIE提供国家可报告动物疾

病清单,该清单是基于科学和政策的、国家支持的

标准化清单[16],是所有美国国家实验室发现的疾病

合集。以国家动物健康报告系统为主的数据库系统

作为可报告动物疾病清单的信息支撑,发挥了核心

作用,包括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报告。可报告

动物疾病清单为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协助履行和

贸易伙伴的国际报告义务、支持生成出口证书、协

助评估和报告所列的人畜共患病和地方性动物疾病

以及促进应对在美国出现的疾病或问题提供依据。
动物健康紧急报告诊断系统为数据互通并及时

掌握疫情的发现和紧急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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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数据、州数据库与国家动物实验室信息系

统相互关联,同时能够从诊断实验室获取使用符合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及交换协议标框的实验

室结果数据,并与现有的美国国家数据库连接。应

急管理响应系统、疑似案例监测情况、兽医服务实

验室提交的材料和监控协作服务的情况均要信息公

开并接受公众监督。美国动物健康紧急报告诊断系

统的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美国动物健康应急报告诊断系统
注:HL7含义为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及交换协议标准。

2.5 遇到疫情的应急反应管理机制应对有效

遇到疫情时迅速反应可极大地降低疫情继续蔓

延的程度。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应急管理响应数据库

系统、国家兽医储备管理机制和国家动物卫生应急

部队。
第一,美国应急管理响应数据库系统实施精准

应对。该系统是管理和调查美国动物疾病暴发的数

据库系统,整合了由兽医负责检测和应对发生的在

美国境内的动物疾病事件的数据情况,使得各州合

作对疫情进行统防统治管理。应急管理响应系统支

持通过各种方法收集大量数据的需求,通过使用基

于Web的综合调查、任务和资源管理系统和通用信

息平台,为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提供安全的系统。
应急管理响应系统也是联邦、州和部落兽医医疗官

员、动物卫生官员、动物卫生技术人员、动物疾病

专家和流行病学家主要使用的数据库平台。
第二,国家兽医储备管理机制提供了物资保障。

兽医储备管理机制是一个储备物资、疫苗和设备等

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兽医资源的机制。国家兽医系

统提供兽医应对措施、动物疫苗、抗病毒药物或治

疗产品、用品、设备和响应支持服务,以保证各州

在应对动物疾病暴发时所需。美国2004年制定了国

家兽医储备管理机制①,对最具破坏性的动物疾病在

批准后24小时内实施应对措施,包括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外来纽卡斯尔病和典型猪瘟等。并可

以协助州政府进行日常的培训和演习,以便在事件

期间可以快速地处理和应对。
第三,国家动物卫生应急部队确保执行有效。

该部队是兽医和动物卫生技术人员的后备部队,可

在紧急情况下部署并提供帮助。后备部队的相关工

作人员定期举办交流学习演练等活动,以保证在紧

急情况发生时迅速反应并确保有效地控制疫情。
2.6 疾病检测系统、全覆盖的实验室网络

为提升应对动物外来入侵和生物恐怖袭击的能

力,美国以联邦、州立和大学动物卫生诊断实验室

为基础,在2002年组建了国家动物卫生实验室网

络。实验室网络的建设能够发展和提高国家兽医诊

断的综合能力,实现对高危险动物疾病的早期检测

和快速反应。该实验室网络为兽医诊断实验室提供

动物健康诊断测试,以检测到针对国家食用动物的

—72—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4（总 492）

① 国土安全部总统令。



生物威胁,从而保证动物健康、公共卫生和国家食

品的供应。它们能够诊断动物、食品和环境样本中

的地方性牲畜病原体,成为抵御风险的一线实验室。
该实验室网络为美国农业动物养殖中可能产生重大影

响的疾病提供早期检测服务;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

和解释数据,及时播报动物健康信息以便采取行动;
快速检测外来疾病和新出现的问题,监测和提供地方

病的可操作信息,并测量重大疾病的区域发病率。
实验室网络最初由12个实验室组成,现在已经

发展到包括60多个州立和大学实验室。该网络拥有

OIE参考实验室18个,年检测样本20万份、开展

检测试验约50万次。检测的高水平和实验室运转的

常态化使得疫情检测也成为常规工作,解决了多数

疾病不能通过肉眼检查而需要血样检测的问题。

3 中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现状

中国自从1998年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以来,动物防疫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
形成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数十部,规定了相关部门在日常的饲料兽药、畜禽

养殖、动物防疫、质量安全等方面应履行的各项职

能[17],但是在基层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机构相对

比较分散且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使得这些法律法

规施行起来非常困难。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各级动物

防疫监督执法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多属于事业单位

性质,威慑力欠佳,无法实现对动物及其产品生产

的全过程卫生监督和对兽医工作的有效管理[18],在

实际疫病或突发事件发生时,会产生多部门执法、
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直接降低了行政执法效率。

同时,中国经营性和公益性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相互

交叉,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执

行不力的问题,还会造成官方兽医和非官方兽医没

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最终都会加剧兽医机构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问题[17]。
同时,中国中小养殖场户数量很大,其自身在

养殖、防疫、治疗等方面能力较弱,十分依赖公益

性畜牧兽医服务。而畜牧兽医服务体系近年来没有

得到相应的支持和发展,2011—2015年,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文件,从部分降低逐渐

到全国范围内暂停动物及动物检疫收费。据相关省

份统计,免征的动物检疫收费占动物检疫收费总额

的比例达到90%,2016年县级经费缺口达68%,乡

镇动物检疫经费缺口达84%[19],基层畜牧兽医服务

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2005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

度。自2009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开展以来,10
年间全国约11万人通过考试取得了执业兽医资

格[20],但是中国对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持有执业兽

医资质的人员仍然有很大需求。为了进一步提升兽

医行业收入和地位,激发兽医服务队伍的活力,自

2012年起,中国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推动政府购

买兽医社会化服务的实践[21],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

拓宽执业兽医的从业渠道,提高执业兽医资格证书

的 “含金量”。但中国兽医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相

对于中国国情,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使很多有

志于此的人望而却步。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挑选

出几个关键性的指标进行直观的对比,见表1。

表1 中国与美国疫病防控体系关键性指标对比

指标 中国 美国

畜牧业规模化情况  大量散养户  规模化程度较高

资金情况
 2016年强制免疫疫苗补助经费、强制扑杀补助经费、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动物防疫补助经费、基层

动物防疫工作补助经费

 专项资金支持设施设备、员工能力提升、管理

体系、标准化快速检测技术、报告预警系统

信息建设情况  部分省内信息联网  形成全国联网的数据库系统

重大疫情通报手段  村级防疫员检疫与养殖场主自己上报结合  农业部部长、总统热线

兽医从业人员学历  大部分从业人员具有中专或高中学历  认证兽医需要取得临床兽医博士或等效学位

兽医从业人员培训  每年1次培训
 从业前有足够时间并不少于3~6项课程的

培训

基层实验室的建设、运转情况  部分基层兽医站有简单的实验室,但是使用率不高  疫情检测为常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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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和建议

2018年非洲猪瘟暴发以来,农业农村部连续印

发了一系列文件,对疫情的发现、报告、发布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国各级动物疫病防控系统在疫

情监测排查、疫情报告处置、调运监管、分区防控

等方面实现了提升[22]。抵御非洲猪瘟这种全球性的

烈性外来疫病,需要中国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迅速

地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和畜

产品生产恢复发展的压力下,同时也在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背景下,畜牧兽医工作承担

着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有效保障畜产品质量

安全、切实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责任。借鉴发

达国家关于动物防疫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管理、兽

医制度、应急反应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政策经验和教

训,并结合当前动物疫病防治形势进行创新性的改

造、转化和提升,对夯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基

础,巩固非洲猪瘟阶段性防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存在的难点,本文基于基层官方兽医队伍体制建设

薄弱、动物防疫基础设施条件亟须改善、基础数据

薄弱、政府结合社会力量较少等现实问题,参考发

达国家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从法律上,

定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并将动物疫病报

告及管理常规化写入制度。从体制上,建议保持现

有兽医体系的专业性。从资金上,加强支持疫病防

控体系的相关资金支持,如实验室建设资金保障、
基层官方兽医人员和村级防疫员待遇提高等。

二是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从业人员的培养。建议

加大对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培养。鼓励更多相关专

业年轻人到县、乡镇从事官方兽医工作。在鼓励政

策上,第一是保证每年公开招考的途径畅通。第二

是可适当放宽相关政策,如优先考虑本地或者有家

庭从业背景的人选,或适当放开招考条件,由原本

的本科及以上放宽为大专及以上。第三是逐步注重

并完善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鼓励更多的人通过

考试执证上岗。在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上,可做

相应的调整,由分科考试改为全科考试,并适当增

加培训的机会,鼓励更多的兽医学专业相关学生参

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对现阶段的村级防疫员组织

培训,并鼓励他们参加考试。
三是加强改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设备的配置。

建议加快设立基层可检测、有技术、有人员的实验

室,使得类似非洲猪瘟等需要血样检测的疫病可以

得到快速检测,尽快达到除了用眼看以外的检测水

平。建议尽快推进监管体系信息化建设,切实加强

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监督,加快建立信息化全程监管

平台,切实发挥信息化系统的作用。打造统一的信

息化监管平台,加快建立全过程的畜禽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
四是完善外来动物疫病的应急反应机制。外来

动物疫病的应急反应机制,反映了国家预防和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

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经验。通过加强应急管理,建

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

员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疾病突发事件

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养殖农户的财产安全,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是建议形成政府管理、第三方监测、社会监

督的疫病防控体系。政府监督引导,同时充分扩大

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重视市场的作用,将一

部分执行的工作在授权的基础上交于认证兽医。建

立认证兽医完善的认证、考核、执法以及吊销制度。
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并举,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疫病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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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投资支持;欧盟、挪威和瑞士侧重于支持补贴农

业知识和创新系统,冰岛则持续对农产品公共储备、
检验检疫与病虫害防控给予支持补助。从中国的农业

实践看,强化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与转化应用、
推广农业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则有利于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既要

重点推进,也要统筹兼顾,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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